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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
———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

史 斌

( 浙江工业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231)

摘 要: 庚子“西巡”是晚清政府遭遇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在这次危机当中，清廷的政治生命与西巡各个
阶段的电报通讯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义和团对电报设施的破坏，直隶、山西等地的电报通讯陷入瘫痪，
对电报通讯的需求成为清廷离晋赴陕的原因之一。此外，电报通讯还对清廷的议和与回銮产生了重要影响。
电报通讯的“断”与“通”成为考查清廷在庚子时期政治处境的重要线索，这也从实证层面反映了技术对于政治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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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对于晚清政府产生了巨大打击，并客

观加剧了中国封建体制的消亡。在这场波及全国的
事件中，清廷中央政权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各省的督

抚大员在事件中有着各自的政治筹谋，保皇会、革命
党等政治势力借机发动武装斗争，加之义和团运动、
联军入侵等事件所带来的不稳定的政治因素，都对

清廷的中央政权和行政效力造成了重大挑战。
清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庚子国变其间其后仍然保

持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除了政治、军事、
外交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之外，作为通讯手段的电报

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正是电报技术所建
立起来的全国通信网络，才使清政府在偏安一隅时

能够与各省官员保持必要的联系，基本实现了政令

畅达，客观保证了国家机器的勉强维系，从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清廷因信息中断而面临的政治统治危机。
在庚子国变的过程中，清廷的行为可以按照时

间和事件的顺序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
阶段中，清廷的政治统治都与电报技术保持了紧密

的联系。特别是在西巡和驻陕的阶段，清廷对于电
报技术达到了空前依赖的程度，将电信联络视为关

系政治存亡的重要措施。从史料反映的历史信息来
看，越是清廷信息不畅、电报中断的时候，越是其政
权遭遇危机的时刻。因此，电报通讯成为了考查庚
子西巡期间国家政治状态的一条新线索。

一 清廷“西巡”前的电信情况

义和团对电报设施的破坏是造成清廷电报通信

危机的主要原因。在庚子国变过程中，基于长期积
累的华洋矛盾，义和团在全面抵制西方文化的同时，

亦对西方设施与器物进行了自发性的打击与捣毁。
在义和团捣毁的各种“洋物”中，电线、电杆、电报局
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 年 5 月，随着华洋矛盾
的进一步激化，加之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在

“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终
于在直隶、山东等地全面爆发。直隶地区作为义和
团活动的重要区域，在整个庚子国变期间遭遇了义

和团、清军和联军的多重打击，因此也是电报设施损
毁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北京失陷之前，清政府的对外电信联络已经

陷入全面中断的局面当中。按照庚子以前的电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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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线路，北京对外联系的电报线共有三条，一条由北

京经通州接往天津，再经津沪线接通上海，被称为

“东线”;一条由北京经卢沟桥通往保定，再经太原
接至西安，被称为“西线”; 一条由北京经张家口通
往库伦，再接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被称为“京恰
线”。在三条线路中，西线最早受到破坏，特别是北
京至保定一段，随着卢保“铁路被拳匪拆毁，电杆亦
被砍断”［1］卷21，16 ;东线地处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带，
在庚子国变之初便已受到大规模的破坏，“拳匪倡
乱，京津电线首先被毁;”①京恰线亦“被匪割
断”［2］70，外来电报只能交“张家口专马递京电
局”［2］74。对于庚子国变期间京畿电报线路的残破
情况，《东华续录》曾有过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拳
匪倡乱，畿辅电线首先被毁。南至津沽，北至张家
口，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千余里间同时拆

毁。”［3］353

电信断阻对清廷与外界的联系造成了较大影

响，尽管临时采取加急驿递的方式传递信息，但其实

际效率和便捷性却与电报技术相去甚远。从晚清的
电旨、电奏制度来看，随着电报技术二十余年的应
用，清廷在政治统治和军事调度等方面已经对于电

报通讯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依赖，当这种通讯手段因

为突发事件而临时失去时，电报技术长期应用所形

成的历史惯性会使清廷的政治统治陷入困境。因
此，直到北京失陷前夕，清廷仍然致力于恢复电报通

信的尝试，足见其对于电报技术的依赖之深:

“现当用兵之际，军情瞬息千变，全赖
电线无阻，消息灵通，方可通筹因应，迅赴

事机。著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营
汛，务将电线一体认真稽查，实力保护。倘
有匪徒纠众掘断毁坏情事，即行勒拏严办，
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严惩处。至直隶、
保定、及山西、陕西一带电线被毁尤多，著
裕禄等饬属查明地段，即行设法修复，不得

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各将军、督
抚知之。”［4］109 － 110

二 清廷“西巡”中的对外通讯

1900 年 8 月 15 日，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
光绪帝和清廷部分官员仓皇出逃。在此次“西巡”
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清廷的对外电报联络完全隔绝。
由于直隶地区“溃勇、匪徒甚乱”［2］200，“专马难入

京”［2］196，因此驿递也无法取得联系，清廷与外界陷
入了“文、报均阻”［2］200的艰难处境当中。对外联系
的中断使中国的国家政治陷入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

当中，在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这种权力的

真空对于社会思潮和政治局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

的。由于整个国家的中央政权一时失去联系，中国
出现了“南北梗阻，人心皇皇”［5］659的社会局面，这
种局面早在两个月前北京失去对外电报联络时便已

显现端倪，其时“京城半月无信，各省人心摇
惑”［2］84。
直到 8 月 22 日，东南各省督抚所收到的消息仍

然是 8 月 13 日北京寄往山东的信件，称“两宫仍在
京”，其余则“杳无消息”［2］199，至于“洋兵是否攻
入”、“庆邸留京议款之说确否”、“随扈大臣何
人”［1］卷39，19等督抚们关心的问题，“京城、行在皆无
消息”［2］195。8 月 22 日当天，盛宣怀等人才接到护
理直隶总督廷雍的电报，称“两宫廿一西幸”［2］201，
方知西巡之事。清廷与外界联络中断所产生的影响
不仅限于国内，在国外亦产生了一定影响，据驻德公

使吕海寰所述，德国国内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因电报

阻断而谣言丛生，“北事因电阻生谣，致肇衅端，近
沪亦有蜚语，诚恐煽惑起波。”［6］21驻美公使伍廷芳
亦称，“北线断，谣言多。”［7］335

由于直隶、山西两省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浩大，电
报杆线破坏严重，因此清廷在进入陕西之前，其对外

联络大多以人工驿递为主。尽管清廷令各处官员选
派“精壮驿夫飞马驰递”，［8］57但是马拨传信耗时甚
长，效率低下，对于早已习惯于高效快捷的电报传信

方式的清廷和地方行政系统而言，驿递很难满足庚

子国变时期政情传递的需要。
庚子国变以来，清廷饱尝缺少电信之苦，特别是

经历了西巡初期文报不通的困境，已经对电报通讯

的重要性形成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在 8 月 23 日暂
驻宣化之时，清廷便传谕山西巡抚毓贤保证晋省的

电信联络，“现在南北文报梗阻，晋省电线半遭拳匪
毁坏，着赶紧派员修理，以通消息”［9］4009，将“晋省文
报能否畅行”作为拟定西巡计划的一项重要影响因
素。与此同时，各省督抚迫切需要通过山西电线来
获取朝廷的最新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鉴

于山西电线对陕西、直隶、湖北、四川等省电报通讯
的重要性，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位大员分别对
于山西电线的修复寄予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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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商议事件，全赖电线灵通。
臣鸿章行抵上海，即查明直隶、山西两省电
线全行被匪拆毁，只得暂驻上海，尚可与外

洋往来通电……速将晋线次第修复，中外
枢纽方免阻滞。”( 李鸿章) ［9］4026

“晋省电线未修复，殊为焦急。祈速
设法赶办，以通诏奏。”( 刘坤一) ［1］卷39，19

“太原距京较近，但晋粮极贵，拳匪极
多，运道艰，电报梗，种种不便。地主又别
有见解，奏报供亿俱不如陕，故留晋幸陕俱

不敢请，只可敬听圣裁。总以奉旨捷速为
第一义。”( 张之洞) ［1］卷40，15

尽管清廷屡次严谕山西官员修复电报线路，但

是该省电报杆线受创严重，大量电报线路数月前即

为拳民砍断，加之“地方官不肯保护，不能修
复”［2］118，清廷到达山西时，“晋线拆毁几完”。［2］250

线路漫长、材料不足，使得短期内修复电线成为无法
完成的任务，因此，直至 9 月 10 日，两宫“前抵太原，
电线无杆修通”［1］卷40，13。
由于太原电报通讯的断绝，清廷抵达太原之后

与外界进行电旨、电奏联络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上
谕只能继续通过“六百里谕令”的方式进行传达。
随着与各国议和行动的开启，清廷需要同北京的庆

亲王奕劻和由沪抵津的李鸿章等人随时商讨议和事

宜，电报通讯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统治的意义更加

突出，“电报不通，于该亲王等商议各件，转辗恐多
延误。”［10］325因此，在清廷决定继续西巡赴陕的诸多
影响因素中，电报通讯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正如清廷在上谕中提到的:

“驻跸太原，将近两旬……省城电报
不通，京外往来要件，转辗每多延误。不得
已谨择于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

安。”［10］326

清廷放弃长期驻跸太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既有灾荒、民生等社会原因，亦有联军西侵等军事
原因。然而，从对外通信的角度来看，电报不仅是清
廷实现对外通信的技术保证，更是维持其统治的政

治保证。鉴于电报断阻所造成的“朝廷之指挥，封
疆之机要，两不相及，贻误实多”的局面，①清廷为了
延续其政治统治，必须保证自上而下政令畅达的行

政效力，因此，电报技术成为了清廷在政治危机时期

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这也是清廷选择电报线路受
损程度相对较少、对外电信联络基本畅通的西安作
为目的地的原因之一。

三 电报通讯与清廷的议和与回銮

西巡抵达西安之后，由于电报通讯基本畅通，清

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各省的政治、社会情况，各
省官员也可以较为迅速地了解清廷的现状与意向，

双方因电信数月断绝所产生的疑虑和猜忌得到一定

程度的缓解。由于双方信息交流的加速，清廷可以
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各省督抚亦可以根

据清廷的具体信息采取相应的策略。尽管清廷与地
方督抚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并未因此消失，但是电报

通讯降低了中央与地方产生进一步误解与疑忌的可

能，使得国内政治关系略趋明朗。
电报通讯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促进中外和谈的

进行。西安的清廷，直隶的李鸿章、奕劻，东南各省
的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都是中外和谈的重
要参与者。由于大家分处不同地区，电报通讯的重
要性再一次得到了凸显，特别对于清廷而言，“行在
诸人，皆恃庆王、李相为泰山，望电报如饥渴。太后
曰:‘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11］328由此可见，
此时的国家行政系统已经与电报技术密不可分地交

织到一起，形成了一套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政治运

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电报通讯起到了重要的串联

作用，它不仅是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载体，

更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有效串联者。
从电报通讯的具体运行层面来看，西安电报局

作为临时性的中央通讯机关，在清廷西巡期间发挥

了电信枢纽的作用。由于外省往来电信频繁，电报
线路需要随时巡修以保持畅通，电文收发亦需做到

保密、快速，加之清廷对外电报通讯需要按照电旨、
电奏等奏报制度进行处理，原本作为省级电报机关

的西安电报局在西巡期间承担了大量的清廷政治事

务。正因如此，西安电报局的地位受到了各方力量
的充分重视，被赋予与京城电报局同等重要的地位，

“西安电局目前办事重大，一如京城”，其工作性质
亦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一曰勿阻线，二曰勿洩漏，
三曰勿延搁，四曰勿多事。”②

清廷对于电报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西巡的危乱局

势当中，还体现在庚子国变之后局势渐趋平缓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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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一情况在清廷回銮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1901 年 10 月 6 日，清廷自西安起銮返京，由于“回
銮过豫、直各境无线，谕旨、章奏阻搁堪虞”，清廷在
回銮之前谕令各省“筹款展造潼关至河南、直隶电
线，以备跸路传递要报”，其中重点修设的线路工程
包括“由潼关开工至孟县”，“由孟县开工至正定”，
“由保定至京，京至天津，天津至德州各处线路”，此
外还包括收回法军所占之正定至保定电线。通过电
报线路的修建，“总期于谕旨、章奏朝发夕至。”①除
了加强线路修设之外，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还在起

銮之前特别电令西安、临潼、潼关、陕州、洛阳、开封、
郑州、怀庆、卫辉、彰德、正定、定州、保定等电报局
“廿四起銮赴豫，北路各局添守夜班”，②以保证电报
随到随发，免于耽搁。基于长期使用电报通讯所形
成的技术依赖性，加上庚子西巡中因电报通讯所带

来的经验和教训，清廷将电讯畅通作为顺利回銮的

重要保证，从而再次将电报技术与政治统治联系起

来。

四 结语

从技术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看，电报技

术与庚子国变期间诸多政治事件所发生的联系反映

了技术对于晚清政治的介入与影响。在参与庚子国
变的主要政治势力中，清廷重视电报通讯，是基于维

系统治、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 督抚重视电报联系，
是基于稳定政局、保存实力的政治预期。在电报技
术与晚清政治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既有

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联系，又有地方督抚之间的横向

联系。电报不仅是各种政治关系的串联者，同时还
是各方政治意向的反映者。
电报技术在晚清朝廷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常态时

期和非常时期。在常态时期，由于电报线路基本畅
通，电旨、电奏可以按照既定的电信制度正常进行，
各省信息亦可以较快地传至清廷，对于各地影响政

治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清廷可以迅速获得消息，进而

采取相应的对策。然而，与常态时期相比，当一些极
端的政治、军事、社会事件发生时，电报技术对于统
治者而言通常会体现出一种非常时期的状态。就晚
清政府而言，在庚子国变发生的过程中，清廷经历了

西巡之前和西巡途中三个多月的电讯阻隔时期，在

此期间清廷对于电报通讯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常态时

期，仅靠驿递传送的有限信息无法满足清廷在社会

动荡和政治危机时期急需了解各方讯息的愿望，亦

无法解决地方大员掌握朝廷动向的信息需求。因
此，电报通讯成为了庚子国变时期中国各方政治力

量共同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了清廷维持中央政

权合法效力的重要工具。
在庚子国变期间，谣言是各种矛盾爆发的导火

索之一:公使被戕的谣言推动了各国向中国派遣联

军的行为;清廷存亡的谣言使各省督抚人心惶惶，几

欲自立。谣言丛生是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的直接表
现，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电报信息联系

的中断。由于难以进行有效的电报联系，各国政府
无法快速掌握驻京公使的情况，南方督抚也无法掌

握清廷的最新动向，电报通讯的中断增大了信息交

流双方的猜疑与焦虑，进而加剧了庚子时期的政治

危机。
清廷对于电报技术之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渐

加深的历史进程。在晚清电报事业发展的三十余年
里，尽管电报技术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官方的强调，然

而，正是庚子国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沉重打击才促

使清廷重新评估电报事业的政治影响。从电报事业
的运行角度来看，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兴起的官督商

办经营体制与官办体制被共同应用于电报事业当

中，纵横全国的电报线路被划分为“商线”、“官线”
和“省线”，经营方式和线路产权的多样性使得电报
事业缺乏统一的监控与管理。多元化的管理方式在
国家稳定的时期基本可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但

是在社会动荡、战争爆发的特殊时期便无法保证全
国的电报事业得到统一的管理，亦无法使电报资源

得到最佳的配置。
庚子国变加速了电报事业的国有化进程，其中

重要的政治考量就是将电报事业与政治统治和国家

安全联系起来。庚子国变时期因电报阻隔所加剧的
政治危机使清廷认识到了对电报事业进行国家统一

管理的必要性，从而逐步将商办电报和各省电报收

归国有，并建立专门的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管理。在
电报事业的国有化过程中，无论是电政大臣，还是邮

传部电政司的官员，都将“电政”作为一项专门的国
家事务加以管理，“电”与“政”的结合不仅证明了电
报事业已经由经济事务发展成为政治事务，亦凸显

了电报事业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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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通讯问题不仅反映了庚子国变时期“中央
－地方”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上述关系施加了实质
的影响:在庚子国变过程中，清廷电报通讯长期阻

隔，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联络却基本畅通，双方信

息的不对称导致原有的政治关系出现了失衡。各省
与清廷的联系受阻，使得短期之内出现了一种近乎

于“无中央政府”的政治状态，由于南方各省之间可
以进行自由快速的电报信息沟通，这就使各省督抚

在实施“东南互保”的同时，彼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
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加剧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

对立，亦对此后清末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内政治

关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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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Western Imperial Tour”in Gengzi Period

SHI Bin
(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231，China)

Abstract: The“Western Imperial Tour”in Gengzi period was a serious political crisis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ffered． In this crisis，the Qing court’s political lif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elegraphic com-
munication． The Boxers’destruction on the telegraphic facilities caused the collapse of the telegraphic communica-
tion in Chihli and Shanxi． The demand for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stimulated the Qing court to go to Shaanxi． In
addition，the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had also produced important effects on negotiation and return of the Qing
court． The breakdown and opening up of the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clue to examin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Qing court，which also reflected the technological influence on politics．
Key words: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the Gengzi Event; The Qing Court;Western Imperi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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